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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粗放型外延式发展向集约型内涵式绿色转型的关键阶段，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是城市建设的重要选

择。基于“三生”(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视角，利用2008～2019 年长江上游 33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 OLS 回归、

空间计量和逐步回归方法，详细探讨了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绿色转型的作用机制。结果发现：(1)新基建赋能长

江上游城市绿色转型，对生态空间转型的赋能效应较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转型更加突出；(2)新基建对城市绿色转

型存在空间溢出效应，空间因素具有加速效应，强化了新基建对城市绿色转型的正效应；(3)新基建能通过绿色技术

创新效应、企业数字化赋能效应和环境规制导向效应对“三生”空间转型产生差异化作用，进而促进城市绿色转型；

其中，绿色技术主要驱动生产空间转型，企业数字化重点赋能生活空间转型，环境规制则促进生态空间转型。基于

以上结果，提出构建生态新型基础设施体系、加强绿色技术创新、加快企业数字化、实施多样化环境规制工具等建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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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是经济社会的中心，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引擎，由于多年来的无序利用和过度开发，导致生态环境恶化，城市建设已到

了由粗放外延式发展向集约型内涵式发展的关键阶段[1]。党中央始终关注城市发展问题，思考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辩证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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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出一条经济效益高、推广意义强、着眼于未来可持续的城市绿色转型之路。2018 年 5 月，李克强总理在全国生态环境大会

上指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培育壮大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等发展新动能，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

促进传统产业智能化、清洁化改造。”并在 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强调“加快 5G商用步伐，加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

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简称“新基建”,下同)。2020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考察时强调“运用大数据、云计算、

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推动城市管理手段、管理模式、管理理念创新，从数字化到智能化再到智慧化，是推动城市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新型础设施作为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重要载体，将推动城市空间治理和有机更新，成为赋能城

市绿色转型的重要选择。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其经济地位与生态地位高度契合。2016～2020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武汉和南京先后主持

召开的三次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为新时代长江流域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定下了“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

总基调。长江上游作为我国重要生态屏障，是长江经济带“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关键，涉及到开发与治理、发展与存续、建设

与保护等多重关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立足新时代，为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长江上游需走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

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的“三生崛起”新路，实现城市绿色转型势在必行。 

当前，新冠疫情余波未过，城市转型发展形势依然严峻，抓住“新基建”机遇对于长江上游城市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2020

年以来，长江上游各城市正在加快布局“新基建”,预计到2025 年，长江上游四省将建成公共充电桩44万个，数据中心标准机

架达到 190 万架，培育 26～29 个工业互联网平台，5G 基站数将达到 72 万个，完全实现所有县级以上中心城区 5G 基站全覆盖

1。新型基础设施的价值不仅在“建”,更胜在“用”,如何用好新基建，让它为长江上游城市绿色转型提供助力，是推动城市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也是时代命题之一。基于此，以新一代数字技术为核心的新基建到底会对城市绿色转型产

生怎样的影响?赋能城市绿色转型的内在机制是什么，围绕“三生”(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又存在那些差异?这都是值得深入

探讨的现实问题。 

1 文献回顾 

关于城市绿色转型的研究主要从内涵、测度和实现路径 3 个方面进行展开。(1)城市绿色转型的理论阐释研究。在宏观上，

城市转型是指城市发展方向、目标、战略与模式的变化，具象上是指城市空间结构与形态的变化，制度上是指城市治理和管制制

度的变迁。“绿色”则是把可持续发展这条主线始终贯穿在人们对城市发展模式的认知和追求之中，不但强调经济体制和产业

结构转型，更注重城市系统承载力范围内的发展，充分体现集约生产、绿色生活和环境包容的特征。由此生态城市[2]、低碳城市
[3]、循环经济[4]等转型模式被提出并应用于城市建设中。(2)城市绿色转型水平测度。一是利用单位工业增加值废水、废气或固体

废物排放量等单一环境指标表征城市绿色效率
[5]
,该方法操作简单，但仅能代表单方面绿色转型特征。二是基于柯布-道格拉斯、

随机前沿等生产函数或利用数据包络方法估算城市绿色产出效率[6,7],该方法考察了城市经济的系统性和复杂性特征，但受限于模

型设计的合理性，难以比较多个决策单元的效率水平差异。三是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自然生态系统的生产总值(GEP)被纳入

可持续发展评估体系，较好的弥补了单一 GDP指标考核方式带来的结构性缺陷，科学反映了区域真实发展水平，但尚未形成统一

共识的核算指标体系，加之生态产品和服务量纲难以统一，相关研究多是从单一省份角度展开，跨域研究较少[8]。(3)城市绿色

转型路径研究。大量学者研究发现，异质性环境规制能够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引导产业集聚和环境保护等方式驱动城市工业绿色

转型，绿色金融能够引导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使环境污染负外部性内生化，抑制高污染高能耗产业发展，最终推

动绿色发展方式转变[9]。 

新型基础设施首次出现于《2018 年政府工作报告》,但并未受到国内学者过多关注，直到疫情期间，中国政府将新基建作为

提振经济的重要手段之一，新基建才成为国内学术研究热点，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于内涵阐释与挖掘以及对经济高质量影响两

个方面。围绕“新基建”的内涵阐释与挖掘，国内学者系统探讨了新基建的“内涵[10]”“类别[11]”“路径[12]”等内容。围绕高质

量发展领域，学者们研究发现新基建具有直接、广泛的生命周期效应[13]、耦合协调效应[14]、产业升级效应[15]、外贸效应[16]、投资

乘数效应
[17]

,赋能产业经济高质量发展。作为新发展阶段的时代产物，新基建被视为美丽中国建设的主要方向和城市绿色转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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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选择。陈兵等[18]指出，当前公共政策和工业经济语境下的绿色发展难以有效适配海量数据驱动的新基建需求，特高压绿色电

网、绿色数据中心、绿色工业互联网云平台等重点建设领域的数据绿色发展亟待提升，应当探寻新基建下数据绿色发展的法治化

实现方案。王舒娅
[19]

认为绿色新基建为生态环保产业长远发展提供新的发力点，应该深入挖局新基建的生态内涵，发挥大数据中

心、新一代通信基站的生态能效是绿色“新基建”的基本职能。陆小成[20]也认为应以复合功能为导向重视城市绿色基础设施建

设，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城市绿色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多元化参与机制。闫金光[21]提出要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协调布局、

加强创新，把绿色作为基本原则，坚持开放市场、资源共享，开创“新基建”时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管理新思路。周嘉等[22]发现，

新基建能够带动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力和生产效率的大幅提升，还对工业企业客户价值再创、价值实现方式转变、价值创新生

态构建等重要环节提供了支持。文传浩等[5]从“新基建”的工业减排效应出发，研究发现“新基建”能够显著降低工业污染排放，

且信息、融合和创新基础设施的抑制作用逐渐增强，通过扩大经济规模和推动技术进步，可以降低工业污染排放强度。赵柄鉴等
[11]
进一步提出了“生态新型基础设施”的概念，认为基础设施生态化和生态设施基础化，能够解决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保

护之间的矛盾问题，实现基础设施和生态设施的有效融合，代表了新型基础设施未来发展的核心方向。此外，不少学者研究了新

基建具体内容与城市绿色转型的关系，发现数字经济、高铁网络、大数据等新一轮数字技术的出现，重构了城市建设模式，加快

了传统产业链向绿色产业链的转变，对城市更新特别是在绿色生产、绿色生活和美好环境等方面也表现出显著地促进作用[23,24]。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国内学者围绕新基建或城市绿色转型均展开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二者的相互作用备受关注，不过鉴于新

型基础设施概念出现时间较短，新基建与城市绿色转型的关系研究主要通过政策解析的方式进行，从常识逻辑层面强调新型基

础设施与城市绿色转型之间的密切关系，理论研究尚停留于工业产业，关于城市复合生态系统视角下，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赋能城

市绿色转型的机制和路径认识不够深入，更是鲜有从实证角度去验证新基建对城市绿色转型的影响。基于此，本文尝试从以下几

个方面拓展：(1)从“三生”空间视角，构建一个系统科学的城市绿色转型评价标准和体系；(2)以长江上游城市为研究单元，测

度新型基础设施与城市绿色转型水平，从较为细微的尺度对二者影响关系进行研究；(3)以绿色技术创新效应、企业数字化赋能

效应和环境规划引导效应为中介切入点，具体探析新基建对城市绿色转型的差异化传导路径；(4)从空间地理学出发，讨论长江

上游新基建对城市绿色转型的空间溢出效应。 

2 作用机理与研究假设 

新型基础设施是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信息网络为基础，面向高质量发展需要，提供数字转型、智能

升级、融合创新等服务的基础设施体系。与传统基础设施相比，“新基建”具有生态友好、环境适应和资源集约等特征属性，瞄

准更加绿色、更加生态、更加现代的时代发展目标，着眼于城市复合系统的良序循环与可持续发展。结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经济

增长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等思想，本文认为新基建技能直接赋能城市绿色转型，还具有空间溢出效应，间接作用于城市绿色转

型，另外，新基建可以通过绿色技术创新效应、企业数字化赋能效应和环境规制导向效应，对城市绿色转型产生异质性影响。 

2.1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绿色转型效应 

从新基建的投入部门来看，基础设施普遍被认为是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因素，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能够优化经

济社会运行环境，打破制约区域发展的瓶颈[25][26]。稳定可靠的基础设施服务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保障企业有形资本的质量及耐

用性，降低故障发生频率、减少私人维护成本、提高使用效率和延长使用寿命，从而降低了服务对象的生产成本和运营成本，进

而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27]。古典经济学理论也认为，持续的基础设施建设将刺激新产业多样化，有利于市场分工的精细化和

产业结构的合理化，最终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
[12]
。从新基建的应用部门来看，技术进步是劳动生产率提升

的源泉，能够全面重塑工业生产关系和形成新的工业价值链。新型基础设施与绿色经济联系紧密，工业互联网、区块链、5G、人

工智能和数据中心等信息基础设施的集中布局，尤其是促进绿色设计、节能减排、高效储能设施等绿色工艺和设施的使用，为绿

色经济或绿色产业提供新的路径和动力[28]。赋能型技术的规模化应用能够对传统产业运营模式产生全链条、全方位的“颠覆性”

改造，进而带来传统工业生产方式的转型升级，延展工业价值链的后端增值环节。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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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 1:新基建对城市绿色转型具有促进作用。 

2.2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空间溢出效应 

学术界普遍关注基础设施对城市发展的直接效应，忽视了对邻近区域的空间溢出[5]。事实上，新基建对城市绿色转型的影响

并不局限于城市地理单元，还应考虑新基建对城市绿色转型的空间溢出效应。信息、数据等知识、智力密集型程度更高的新生产

要素通过与资本、劳动、企业家才能等要素的融合，能够与其他要素相互作用、相互补充，实现对传统的流动性相对较弱的生产

要素的重构，促进了传统经济知识密度的提升，提升传统要素生产效率[29]。数字网络和通讯技术能够打破城市界限，便捷的信息

交流使各环节主体联系更加紧密，使得跨区域、跨行业，甚至跨时空的合作得以实现，可以促进过去难以共享的隐性知识的溢

出。邻近地区工业企业组织通过技术合作和内部学习，以逆向工程、反求工程等方式把显性的组织知识学习提升为个体隐形知

识，再把个体的隐形知识归纳、整合为组织显性知识，最后掌握甚至优化绿色技术原理和规律，带来新基建的绿色技术溢出效应
[5]。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2:新基建对城市绿色转型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 

2.3 生产空间：绿色技术创新机制 

在整个城市生态系统中，资源利用效率是城市绿色转型的直接目标[30],能量与物质的消耗需要尽可能优化，废弃物的产出尽

可能最小化，而产业链终端的非期望产出也可作为产业链前端原材料，带来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的良序循环与可持续发展[31]。熊

彼特指出，“创新”是产品、市场、技术、资源配置和组织要素的重新组合，进而会产生技术效应、配置效应和结构效应[32]。“新

基建”是代表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的各种基础设施，当创新驱动形成的 3 种效应作用到生态环境的时候，绿色发展效率便会

提高。在生产环节，实现产业绿色转型，本质需要对生产方式进行变革，这在微观涉及企业生产过程的全绿化，在宏观涉及绿色

产业的发展和崛起，这两方面都离不开绿色技术创新[9]。通过引导环保产业为代表的微观企业绿色改造和创新，在能源消耗限制

和能源消费的有偏选择上倒逼能源消费结构向节能降耗模式发展，从而降低工业污染排放，推动城市基础设施生态化[6,7,33]。在城

市建设方面，绿色技术创新是解决新能源汽车充电、续航、安全、成本等痛难点问题的关键；充电桩在城市密集化建设，使非燃

油车成为市民交通出行的最优选择；绿色低碳技术将带来高质量绿色建筑规模化发展，电动化和低碳化转型将成为大势所趋[3]。

另外，建设优质、可靠、能抵御生态环境灾害的生态设施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绿色技术创新使生态环境领域投资

更有效率和活力，培育社会发展的绿色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潜力[34]。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3:新基建能通过绿色技术创新带来生产空间转型，推动城市绿色转型。 

2.4 生活空间：企业数字化赋能机制 

随着新基建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企业加入数字化转型的浪潮，对组织结构、业务模式等进行升级改造，使之能够提供系

列更合理高效的解决方案，解决城市管理和民生服务领域的痛点难点问题，尤其是有限的基础设施和服务能力与高速增长的社

会需求之间的矛盾。首先通过打通部门与行业间的壁垒，使城市部门分工进一步整合，让数据高维、高频和高精度应用，借此化

解各自为政、条块分割的“数据孤岛”和“信息烟囱”难题[35]。开放信息进而使各利益相关方相互联系，让多元的社会公众、企

业和组织主动成为城市建设的参与主体，进而形成更为智能、高效率的城市问题解决方案，大大减少物质和能源的损耗，提高城

市基础设施动态服务能力。其次，企业一体化组织决策和管理的精准可控，单纯的生产制造转向产业链协同。数字技术应用带来

全环节精细化管理，例如供应链管理使企业内部和上下游企业协同优化，从生产到消费，从供给到需求，各环节主体联系更加紧

密，信息交流更加便捷，从而使得企业外部交易成本不断降低[36]。最后，大规模定制化服务成为可能。数字化、信息化的发展突

破了时空屏障，过去难以共享的隐性知识的溢出也成为可能。大范围数字化场景应用，使企业与用户形成了“虚假的面对面”,

根据用户的实际业务决策需求，企业能够进行可视决策主题、数据指标、可视化页面风格标识等深度定制
[37,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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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 4:新基建能通过企业数字化转型，全方位变革企业生产生活方式，赋能城市绿色转型。 

2.5 生态空间：环境规制导向机制 

环境的污染和破坏问题制约着城市绿色转型进程，而资本逻辑就是城市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根源之一。不同于政府主导

投资的传统基建，“新基建”更加强调市场规律和产业发展规律。市场机制不可避免存在资本逐利属性带来的企业短视行为，可

能导致生态环境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增大。在此背景下，执行多样化的环境规制工具对助推城市绿色转型至关重要。首先，命令型

环境规制通过制定政策、颁布法令、参与行政等方式对市场、企业进行宏观调控和引导，鼓励社会资本进入生态环境基础设施投

资领域，支持城市生态环境资源数据的实时采集、共享、分析、研判和预警能力建设[23];同时提高污染企业的环境成本，凸显绿

色投资和褐色投资项目的成本收益差别，让企业有充足的压力和动力去保护环境和减少污染，使环境污染的外部不经济内部化
[9,39]。其次，市场型环境规制则是通过设立排污税(费)与实施财政补贴、押金-返还制度等增加污染排放的经济成本来达到环境问

题负外部性特征内化为工业企业自身成本，促使工业企业利益与社会利益趋同，进而推进了绿色低碳经济的发展。这类环境规制

遵从市场机制，成本支付方式遵循“多排多收，少排少收”的法定规则，可以较大程度让主体有选择行为的权力。另外，普通民

众对身边细微的环境污染极其敏感，而专业环保机构更多地聚焦于公众利益广、项目周期长的大型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建设。随着

公众环境意识的觉醒以及环境申述渠道的多样化，越来越多公众愿意参与到环境治理中来，从施工运营转向审批决策阶段，公众

对潜在风险的识别能力明显提升。新基建更多地依赖市场化主体的参与，而公众参与将深入到新基建全过程，通过系统性识别潜

在的系列环境风险，发挥其独特优势，可以弥补环境问题中的“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 

假设 5:新基建能通过环境规制导向效应，优化城市生态空间，推进城市绿色转型。 

3 模型设计与指标设计 

3.1 模型设计 

3.1.1 基准模型 

为探究新基建对长江上游城市绿色转型的直接影响，本文构建如下的计量模型： 

 

式中：Greijt表示 i 地区在 t时期 j维度(j=0,1,2,3)的城市绿色转型水平；Infit表示 i地区在 t时期的新基建规模；Xikt为

i 地区在 t时期第 k 个控制变量；εit为随个体和时间改变的扰动项；α 为截距项；β和θ分别代表新基建和控制变量的回归

系数(下同)。 

3.1.2 空间模型 

新基建对城市绿色转型不但具有直接效应，而且还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因此，本文首先运用Moran’sI讨论长江上游城市绿

色转型是否存在空间相关性，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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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为样本方差；w1ij 为空间地理矩阵，用地理距离的倒数表征，当区域 i 与区域 j 不同

时，w1ij=1/dij
2,当区域 i与区域 j相同时，w1ij=0,下同。 

由于空间杜宾模型可以退化成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更具普遍性，因此本文其次采用空间杜宾模型来探讨新基建

对城市绿色转型的空间溢出效应，构建模型如下： 

 

式中：βw和θw为新基建和控制变量的空间效应系数。 

3.1.3 中介模型 

为了进一步考察新基建如何通过外部部门影响城市绿色转型差异，本文构建“链式反应”中介模型，具体公式如下： 

 

式中：Medipt表示 i地区在 t时期第 p方面的中介变量，η为中介变量的回归系数。 

3.2 变量设置 

(1)核心解释变量。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Inf)。基础设施普遍被认为是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获缺的因素，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能够打破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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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发展的瓶颈[25,26],资本存量规模能够衡量基础设施投资强度。本文拟采用积累的实物量指标，即资本存量规模表征新型基础

设施投资强度。根据国家发改委对新基建的范围划分，新型基础设施包括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和创新基础设施。本文认

为，信息基础设施是前提，融合基础设施是关键，创新基础设施是重点，三者存在层层递进、环环相扣的关系，是一个相互联系、

相互交融、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因此，参考文传浩等[5],本文选用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表征信息基础设施，选择

交通运输业以及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等传统基础设施乘以融合系数表征融合基础设施；使用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表征

创新基础设施。采用永续盘存法利用以2008年为基期平减后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核算得到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和创新

基础设施资本存量规模，然后加总得到新型基础设施资本存量规模(千亿元)。 

(2)核心被解释变量 

城市绿色转型(Gre)。衡量生态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水平应从经济-社会-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相互协调关系、结构与功能的布

局、循环经济的发展、城市用地敏感度等方面着手[2]。本文认为，城市绿色转型为科学布局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提供

了实践基础，生态空间是城市绿色转型的基本底色，生产空间是城市绿色转型的根本动力，生活空间是城市绿色转型的重要载

体，统筹协调生产、生活和生态的关系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根本目标和行为准则。因此，本文以“三生”空间为切入

点，重点从城市生产空间集约化与高效化转型、城市生活空间宜居化与品质化转型、生态空间绿色化和精细化转型方面着手，借

鉴刘新智等[23]的方法，构建出城市绿色转型指标体系(表 1),并运用熵权法得到各指标权重，进而测算得到城市绿色转型和“三

生”空间转型得分。 

表 1城市绿色转型指标体系 

目标层 准则层 具体指标 

城市绿色转型(Gre) 

生产空间转型(Grep) 

要素投入 

外商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 

R&D 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数比重(%) 

R&D 内部经费支出占一般财政预算支出比重(%) 

生产效益 

单位城市建设用地二三产增加值(亿元/km2) 

单位城市建设用地面积财政收入(亿元/km2) 

城镇职工平均工资(万元/人) 

产业强度 

万元 GDP能耗*(吨标准煤/万元) 

单位城镇居民消费能力(万元/人) 

创新创业水平 

生活空间转型(Grel) 

宜居适度 

人均居住面积(km2/万人) 

空气达标率(%) 

PM2.5浓度*(μg/m3) 

服务便捷 

每万人公交车辆(辆) 

建成区路网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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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电话覆盖率(%) 

社会保障 

职工基本养老覆盖率(%) 

单位学校专任教师数(人/个) 

每万人拥有病床数(张) 

生态空间转型(Gree) 

城市绿化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国家级水利风景区数(个)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km2/万人) 

污染强度 

万元工业增加值粉尘排放量*(t) 

万元工业增加值废水排放量*(t) 

万元工业增加值 SO2排放量
*
(m

3
) 

循环治理 

污水处理率(%) 

生活垃圾无公害处理率(%)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注：建成区路网密度为城市公路里程与建成区面积的比值；表中*表示该指标为负向指标. 

(3)中介变量 

①绿色技术(Tec)。 

绿色技术创新主要来源于内部自主创新和外部技术引进，主要通过绿色创新要素投入、产出及其二者集成的数据包络分析

法进行表征。不过，从人力资本、R&D 经费等指标来表征创新投入展现的是厂商步进式技术吸纳和推进技术创新活动，忽视了资

源利用效率问题，而 DEA方法虽然能较好地诠释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但难以获得统一口径的绿色 R&D人员全时当量和绿色R&D 内

部经费支出等绿色创新要素数据。从产出角度看，绿色发明专利授权数展现了较强的新颖性、创造性和绿色化，是被授权和认可

的绿色技术创新，更能真实反映绿色技术进步和“干中学”效应。因此本文采用绿色发明专利授权量(万件)作为绿色技术的代

理变量。 

②企业数字化(Dig)。 

企业数字化是一个系统性过程，如何准确刻画微观企业层面的数字化极具挑战性，已有研究主要从宏观视角展开，并从互联

网、计算机发展程度度量数字化水平，如互联网普及率、IT投资、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从业人员、移动电话用户数和电信支出等。

然而，使用互联网、计算机可能只是简单的网络应用行为，与数字化存在较大距离；少数学者从信息资产、信息化员工、信息系

统应用等微观企业角度进行衡量，但这些度量方法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和不足，要么包含的企业信息化信息有限，难以反映数

字化程度的差异，要么指标体系过于单一，仅关注某一特定信息技术的应用，难以涵盖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更多环节。鉴于

此，本文基于注册地为长江上游 33个地级市的上市公司年报文本，通过 Python 分词处理及人工识别，获得“人工智能技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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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链技术”“云计算技术”“大数据技术”和“数字技术应用”五个主题的细分指标在上市公司年度报告出现频次(万条),最

后整理得到企业数字化程度指标。 

③环境规制(Reg)。 

根据长江上游 33个地级市2008～2019 年政府工作报告文本，通过 Python 分词处理及人工识别，整理出“二氧化硫、PM10、

化学需氧量、低碳、二氧化碳、PM2.5、绿色、环境保护、环保、污染、排污、空气、减排、生态、能耗”等 15个环境相关语句在

政府工作报告出现频次，最后整理得到政府环境规制强度指标。 

(4)控制变量。 

①财政支持(Fis):用科学教育支出占一般财政预算支出的比重来表征财政支持；②产业结构(Str):用第二产业增加值与第

二产业增加值比重来表征产业结构高级化；③城市化(Urb):用城镇人口与常住人口的比重来表征城市化水平；④人力资本(Lab):

用人均受教育年限(年/人)表征人力资本水平；⑤市场化(Mar):用城镇私营和个体从业人员数与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值表征。 

(5)内生变量。 

①产业集聚(Aggl),选用新型基础设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区位熵表征。②赶超压力(Pur),选用相邻地区新型基础设施资本

存量均值与本地区的差值(千亿元)表征。③信息化(Mes),选用国际互联网用户数(亿户)表征。 

3.3 数据说明 

在地区选择上，由于少数民族自治区数据缺失值较多，通过插值法进行补充会导致数据过于失真，故选择长江上游 33个地

级市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其中重庆直辖市作为独立单位。在时间维度选取上，考虑到新型基础设施是以高速通信网络为基

础，目前我们所使用过的 3G/4G/5G 网络都是基于 IP 网络技术原理研发的，所以 3G 网络是我国新一代高速通信网络的开端，

2008 年则是我国 3G网络普及的起始时间，因此采用 2008～2019 年面板数据。在数据来源上，主要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

国城乡统计年鉴》、长江上游地级市统计年鉴或公报、CSMAR 数据库、北京大学开放研究数据平台中国区域创新创业指数和中华

人民共和国水利部官网进行数据整理。在数据处理上，对单位城市建设用地二三产增加值、单位城镇居民消费能力、万元工业增

加值废水排放量、万元工业增加值 SO2排放量、万元工业增加值粉尘排放量、万元 GDP能耗、城镇职工平均工资、单位城市建设

用地面积财政收入使用以 2008 年为基期的相关价格指数平减。所有变量描述性统计详见表 2。 

表 2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城市绿色转型 396 0.223 0.085 0.109 0.511 

生产空间转型 396 0.095 0.060 0.020 0.286 

生活空间转型 396 0.084 0.029 0.044 0.192 

生态空间转型 396 0.044 0.019 0.018 0.161 

新基建 396 0.027 0.060 0.000 0.589 

财政支持 396 0.028 0.020 0.006 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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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本 396 8.094 0.873 6.942 10.908 

产业结构 396 0.857 0.370 0.270 2.130 

城市化 396 0.438 0.120 0.188 0.754 

市场化 396 0.485 0.125 0.076 0.945 

环境规制 396 0.335 0.184 0.010 1.040 

企业数字化 396 0.003 0.011 0.000 0.122 

绿色技术 396 0.004 0.014 0.000 0.120 

赶超压力 396 0.001 0.049 -0.426 0.248 

产业集聚 396 0.541 0.639 0.011 4.560 

信息化 396 0.008 0.015 0.000 0.137 

 

4 实证回归 

4.1 基准回归分析 

本文根据式(1)进行 Ols回归。根据 Hausman 检验结果，所有模型均通过显著性检验，即拒绝原假设，所有模型均选择固定

效应。新基建对长江上游城市绿色转型及其“三生”空间转型的影响分析如下： 

模型(1)中，Inf的估计参数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为 0.056,表明新基建对生产空间转型产生促进作用。随着新基建规模不断

壮大，新基建全面重塑了工业生产关系和形成新的工业价值链，工业互联网、区块链、5G、人工智能和数据中心等信息基础设施

的集中布局，尤其是促进绿色设计、节能减排、高效储能设施等绿色工艺和设施的使用，激活带动绿色产业发展，推进生产空间

绿色转型。Str 和 Urb 的估计参数显著为正，说明产业结构高级化或城镇化率增长能够促进生产空间转型，即城市化水平越高，

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越高，生产空间转型能力越强。Fis 的估计参数显著为负，表明财政支持抑制了城市生产空间转型，反映出

长江上游地区财政支持模式比较单一，过分关注生产规模的扩张，从而忽视了产业质量的提升，以至产生了一系列工业污染排

放，限制了生产空间绿色转型。 

模型(2)中，Inf的估计参数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为 0.098,表明新基建对生活空间转型产生促进作用。信息基础设施是新型

基础设施的核心要义，随着大数据、互联网、5G 通讯、区块链等信息基础设施在公共事务处理、传统基础设施改造等领域，提

升了公共服务质量，推进了社区便捷化、智慧化改造，促进城市生活空间转型，提高公众生活质量。Mar 和 Fis的估计参数显著

为正，说明财政支持扩张和市场化进程将加速生活空间转型，即财政支持越大，市场化进程越快，生活空间绿色转型程度越深。 

模型(3)中，Inf的估计参数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为 0.141,且模型(1)和(2)的估计参数，表明新基建对生态空间转型具有明

显的促进效应，这种正效应强于对城市生产和生活空间，因为长江上游作为我国重要生态屏障，长期以来高度关注生态安全，生

态设施建设基础扎实，而城市居民生活方式改变和生活质量提升并非一日之功，他们对于新兴事物存在“抗拒抵触到适应认可，

再到灵活应用”的渐进式过程，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城市生活空间转型速度。而且受地理区位限制，长江上游城市经济发展水

平不高，在经济赶超和政绩考核驱动下，政府承接了不少加工工业和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曾经出现长江上游地区化工围江现

象，加之企业作为新基建的主体，受资金、技术、劳动技能等因素限制，老旧设备改造和产业链数字化应用进展缓慢，产业链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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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化改革乏力，这大幅限制了新基建对生产空间的促进作用发挥。Mar 和 Lab 的估计参数均显著为正，说明城市化提高和人力资

本增加将促进城市生态空间转型，即城市化越高和人力资本越雄厚，生态空间转型能力越强。 

模型(4)中，Inf的估计参数为 0.295,通过显著性检验，并结合模型(1)～(3)新基建对“三生”空间转型的估计参数，显示

新基建能够促进“三生”空间绿色转型，最终对长江上游城市绿色转型产生促进作用，假设 1 的合理性得到验证。此外，Mar、

Urb 和 Lab 的估计参数均显著为正，说明市场化、城市化和人力资本能够促进城市绿色转型。结合模型(1)～(3)中各控制变量对

“三生”空间转型的影响，可以发现市场化对城市绿色转型主要作用于城市生活空间；人力资本对城市绿色转型的影响主要通

过城市生态空间发挥作用，城市化对生产空间和生态空间转型具有正效应，进而加速城市绿色转型，而财政支持对生产空间转型

具有负效应，对生活空间转型具有正效应，正是这种异质性作用，掩盖了财政支持对城市绿色转型作用的影响。 

4.2 内生性检验 

内生性会造成参数估计量有偏，因此需要考虑内生性问题，而内生性问题主要有反向因果和遗漏变量。前文回归过程是使用

面板数据，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遗漏变量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本文使用工具变量法进行检验。空间距离会对要素流动产生巨大

影响，产业集聚能够形成各种正式与非正式的创新网络关系，强化产业间物资和信息的共享，更好地实现技术扩散、成本节约和

资源配置，而新基建在空间分布上极不均衡，基础较差的城市出于经济发展与政治方面的考虑，倾向于投入更多的资本、技术、

劳动，以更加主动的姿态迎接新基建带来的新机遇，以实现经济快速增长。此外，信息资源日益成为重要生产要素、无形资产和

社会财富，信息化水平高的地方，能够更有效的利用信息技术，推进新基建的质量和效率[5]。因此，本文选用赶超压力、产业集

聚和信息化作为内生工具变量，使用2SLS方法进行回归验证。通过相关检验发现 4个回归模型中，新基建为内生性变量，Hausman

检验结果证明工具变量法有效，赶超压力、产业集聚和信息化指标不存在不可识别检验、弱工具检验和过度识别检验不可识别和

弱工具变量问题。 

4.3 稳健性检验 

首先上文加入工具变量后，新基建与城市绿色转型及其“三生”空间转型的回归结果仍显著为正，说明模型的稳健性。此

外，本文还采用了：(1)特殊区域剔除。重庆作为全国面积最大的直辖市，在经济基础、产业规模、数字信息技术等方面遥遥领

先长江上游其他地级市，会带来回归样本数据方差偏大，因此本文剔除重庆重新进行回归。(2)核心解释变量滞后。“新基建”

可能在不同的阶段对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治理往往存在滞后性和异质性作用[5],当期城市绿色转型水平可能受到前期新基建规

模影响，本文将核心解释变量设置为滞后一阶。(3)宏观因素消除。新型基础设施重点项目在长江上游各省大范围建设可能带来

宏观系统环境的变化，本文参考赵涛等
[40]
的思想，在时间固定和城市固定的基础上，先后加入省份固定效应、省份与年份交互效

应进行回归。 

极端区域剔除、核心解释变量滞后和宏观因素消除三种稳健性方法下的估计参数，尽管总体显著性水平有所变化，但总体趋

势没有明显变化，表明结果具有稳健性。 

4.4 空间效应检验 

新基建能够将地区资源要素充分汇聚和整合，打破地理空间的阻隔。本文拟进一步探讨新基建对长江上游城市绿色转型的

空间溢出效应。 

首先需要讨论长江上游城市绿色转型是否存在空间相关性，表 3 测度了长江上游城市绿色转型的 Moran’sI 指数，可以发

现长江上游城市绿色转型水平全部显著性为正，Moran’sI 系数在波动中逐渐变小，说明长江上游城市绿色转型存在地理空间依

赖性，且空间依赖性随时间不断削弱。其次，在使用空间杜宾模型(Sdm)的过程中，需要确定识别该模型是否会退化为空间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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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Sem)或者空间滞后模型或者(Sar)模型。如表 4所示，进行 Lr、Lm 和 Wald检验显著，均拒绝原假设，显示空间杜宾模型不

会退化成空间误差模型与空间滞后模型。最后，还需要明确到底是使用随机效应还是固定效应。根据赤池信息准则(AIC)和

Hausman 检验结果显示，使用双向固定模型更加合理。 

表 3空间自相关检验 

Year Moran’sI Year Moran’sI 

2008 0.314
***
[0.101] 2014 0.178

**
[0.100] 

2009 0.278***[0.102] 2015 0.103*[0.101] 

2010 0.535***[0.102] 2016 0.109*[0.100] 

2011 0.429***[0.100] 2017 0.393***[0.102] 

2012 0.152**[0.101] 2018 0.333***[0.102] 

2013 0.269***[0.097] 2019 0.209***[0.100] 

 

注：[]内为标准差，***、**、*分别在表示p-value 检验结果在 1%、5%、10%水平内显著. 

表 4空间计量模型检验 

类型 Lm Lr Wald 结果 

Sdm 与 Sem 64.514***【0.000】 22.59***【0.000】 23.03***【0.000】 空间杜宾模型不会退化为 

空间误差模型与空间滞后模型. Sdm 与 Sar 26.675***【0.000】 22.37***【0.000】 23.17*【0.000】 

 

注：【】内为 P值，
***
、

**
、

*
分别在表示 p-value 检验结果在 1%、5%、10%水平内显著. 

(1)新基建对长江上游城市绿色转型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且比直接效应更加显著。模型(26)～(28)中 Inf 的空间滞后项均显

著为正，而模型(25)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新基建对生产空间转型尽管尚未形成空间溢出效应，但对生态空间和生活空间转型

存在空间溢出效应，最终表明长江上游城市绿色转型具有空间溢出效应。由于直接使用 W*Inf 的估计系数分析新基建对城市绿

色转型的空间溢出效应会存在系统性偏差，需要对变量变化做偏微分处理，将新基建对城市绿色转型的估计系数分解为直接效

应和间接效应(空间溢出效应),以此来进一步解释新基建的溢出效应。可以发现，模型(26)～(28)中新基建的直接效应、空间溢

出效应和总效应的估计系数都显著为正，说明新基建不但能有效促进城市绿色转型，而且还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与此

同时，估计结果中直接效应的估计系数显著小于空间溢出效应，表明新基建对长江上游其他城市绿色转型的促进作用比本城市

更明显，假设 2的合理性得到验证。(2)空间因素具有加速效应，进一步强化了新基建对城市绿色转型的正效应。在模型(25)～

(28)中 Inf 的估计参数分别是 0.053、0.103、0.149 和 0.305,均通过显著性检验，这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进一步验证了

回归模型的稳健性。通过对比基准回归估计参数发现，模型(40)较模型缩小了 5.36%,而模型(26)较模型(2)扩大了 7.29%,模型

(27)较模型(3)扩大了 5.6%,模型(28)较模型(4)扩大了 3.39%,说明空间因素对城市绿色转型表现出加速效应，其优先加速生活

空间转型，其次是生态空间转型，而对生产空间表现出减速效应。可能的原因在于，生态空间和生活空间转型空间溢出效应的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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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之新基建的不均衡分布，使得地理距离相近地区之间的相互影响更加显著，特别是地区间要素和信息的空间交流与互动进

一步加剧了城市生活方式与生态环境方面的空间溢出与扩散效应，而在生产空间，长江上游地区产业结构偏重，能耗强度偏高，

采用重体量增长而轻质量提升的产业发展模式，使得产业绿色转型缓慢，相反空间因素挤压了新基建对生产空间转型的正效应。 

4.5 中介机制检验 

基于上述的显著性水平验证，进一步探讨新基建对城市绿色转型及其“三生”空间转型的内在机制。 

模型(29)～(34)汇报绿色技术作为中介变量的回归结果。模型(29)中新基建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估计参数显著为正，说明新

基建带来绿色技术创新效应。直接效应方面，模型(30)和(31)中 Inf 的估计参数均不显著，模型(32)和(33)在 1%显著性水平下

为正，说明新基建与生产空间转型和生活空间转型之间的绿色技术创新效应表现为完全中介效应，对生态空间转型表现为部分

中介效应，最终对城市绿色转型表现为部分中介效应。间接效应方面，模型(30)和(31)中 Tec的估计参数分别为 0.505 和 0.443,

均通过显著性检验，显示绿色技术创新能够赋能生产空间转型和生活空间转型，且对生产空间转型的正效应更强；模型(32)中

Tec 的估计参数显著为-0.285,说明绿色技术创新将抑制生态空间转型。对于城市绿色转型，模型(33)中 Tec 的估计参数显著为

0.662,显示绿色技术创新能够赋能城市绿色转型。综合来看，新基建能够通过绿色技术创新效应对“三生”空间产生差异化影

响，即能够优先赋能城市生产空间，同时促进城市生活空间转型，此外还能抑制城市生态空间转型，最终推进长江上游城市绿色

转型，假设 3的合理性得到验证。 

模型(34)～(38)汇报了加入企业数字化转型中介变量后的回归结果。模型(34)中β3的估计参数显著为正，说明新基建带来

企业数字化转型效应。直接效应方面，模型(35)和(36)中 Inf 的估计参数不显著，模型(37)和(38)在 1%显著性水平下为正，显

示新基建与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转型之间的企业数字化赋能效应表现为完全中介效应，对生态空间转型表现为部分中介效应，

最终对城市绿色转型表现为部分中介效应，这与绿色技术创新中介回归结果比较相似。间接效应方面，模型(35)～(36)中 Dig 的

估计参数分别为 0.455、0.515 和-0.250,均通过 1%的显著性检验，显示企业数字化能够赋能城市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转型，且

对生活空间转型的赋能效应更强，并抑制城市生态空间转型，不过这种抑制效应相比绿色技术创新效应的抑制作用稍弱。模型

(38)中 Dig 的估计参数显著为 0.72,显示企业数字化能够赋能城市绿色转型，且这种赋能效应强于绿色技术创新对城市绿色转型

的影响，这是由企业数字化对生产空间转型和生活空间转型的正向赋能效应带来的。综合来看，新基建能够通过企业数字化赋能

效应对城市绿色转型产生差异化影响，即优先赋能城市生活空间，其次促进城市生产空间转型，而对城市生态空间转型具有抑制

效应，最终推进长江上游城市绿色转型，假设 4的合理性得到验证。 

模型(39)～(43)汇报了加入环境规制中介变量后的回归结果。模型(39)中新基建对环境规制导向的估计参数显著为正，说

明新基建存在政府环境规制效应。模型(40)中 Reg的估计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Sobel 检验也未通过，说明新基建对生产空间

转型的政府环境规制中介效应不存在。模型(41)中 Reg 的估计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虽然通过 Sobel 检验，但间接效应系数

为负，且不显著，说明存在遮掩效应。模型(42)和(43)中 Reg 和 Inf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且通过 Sobel 检验，说明新基建对生

态空间转型和城市绿色转型存在部分中介效应，新基建既能通过政府环境规制间接影响生态空间转型和城市绿色转型，还能直

接作用于生态空间转型和城市绿色转型。综合来看，新基建具有环境规制导向效应，能够作用于生态空间转型，进而促进城市绿

色转型，假设 5的合理性得到验证。 

5 结论与建议 

本文以 2008～2019 年长江上游 33 个地级市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运用 OLS 模型、空间杜宾模型和逐步回归法，探讨新基

建与城市绿色转型的影响，以绿色技术创新效应、企业数字化赋能效应和环境规制导向效应作中介切入点，具体探析新基建对城

市绿色转型传导路径。得到以下结论：(1)新基建赋能长江上游城市绿色转型，相较与生产空间转型和生活空间转型的影响，对

生态空间转型的赋能效应更加突出，通过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此结论依然成立。(2)新基建对城市绿色转型存在空间溢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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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比直接效应更加显著。空间因素具有加速效应，优先加速生活空间转型，其次是生态空间转型，而对生产空间表现出减速效

应，空间溢出效应进一步强化了新基建对城市绿色转型的赋能效应。(3)新基建能够通过绿色技术创新效应、企业数字化赋能效

应和环境规制导向效应，产生差异化的“三生”空间转型作用，进而促进城市绿色转型；其中，绿色技术创新效应主要赋能于生

产空间转型，企业数字化赋能效应重点驱动生活空间转型，二者均抑制生态空间转型，而环境规制导向效应仅促进生态空间转

型，对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转型无显著中介效应。 

本文基于上述分析结论提出以下建议： 

(1)坚定城市发展远见，构建生态新型基础设施体系。 

一方面，谋划布局全域生态基础设施体系，推动生态设施基础化。长江上游地区作为全国重要生态屏障，生态环境质量关乎

美丽中国建设大局，在城市建设过程中坚持“面上保护+线上成景+点上开花”为原则，系统性布局建设全域生态设施，推动生态

设施基础化。目前成都“公园城市”、昆明“美丽河道”、重庆广阳岛湿地公园建设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中形成了较好示范，但

重点库区、山区、高原、流域、湖泊、湿地等生态设施长效性和服务性不足，生态环境监测、评估、修复和反馈能力有限，局部

环境污染问题时有发生，尚未形成特色化景观带。此外整个长江上游地区生态设施系统性基础性仍然不足，难以支撑整个上游流

域面上保护工作。当前，长江上游生态设施建设应从专业化向基础化转变，加大生态设施资金投入，突破政域界限，扩大生态设

施覆盖密度，打造跨政域、跨流域、跨山域为特征的全域生态基础设施体系。另一方面，以新型基础设建设为契机，推动基础设

施生态化。与传统基础设施相比，“新基建”具有生态友好、环境适应和资源集约等特征属性，瞄准着更加绿色、更加生态、更

加现代的时代发展目标，着眼于城市经济-社会-生态系统的良序循环与可持续发展。在新基建过程中，应当突出环境导向，效仿

新加坡花园城市建设理念，从“服务于人”的转变为“服务于城市生态系统”,在推动新老基础设施融合创新发展过程中，应当

发挥新一代信息技术的牵引作用，提高基础创新能力，放大基础设施的生态化功能。 

(2)加强绿色技术创新方向引导，夯实新基建绿色底座。 

当前，全球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对新一代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提出了更为紧迫的要求，我国城市建

设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新型基础设施的绿色转型方案，都更加需要新型基础设施与绿色技术创新有机结合。一方面，需要

推进信息基础设施绿色低碳化进程。信息基础设施是新基建的核心，但也是高能耗领域，以数据中心为例，2018 年数据中心总

用电量 1.5×1011kW·h,占全社会用电量的 2%,连续 8 年增速超 12%,将绿色技术应用于信息基础设施，实现其绿色低碳化是必然

选择。亟需推进液冷技术研发和制冷系统的创新，优化改进传统散热技术能耗大、效率低等问题，可以基于绿色开放标准的开放

计算服务器、整机柜服务器技术创新，采用集中供电、散热和管理的设计架构，具备更高电源转化效率，更高效节能。另一方面，

发挥绿色技术创新效应，赋能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转型。在生产环节，用风能、光伏、核电等新能源替代传统能源开发模式，将

工业互联网广泛应用于工业制造全要素、全产业链、全价值链信息的连接，提升生产能效管控，优化产出效率和效益。在流通消

费环节，搭建智能化的基础设施平台，降低进货、仓储、装配、运输过程物流过程的碳排放；将绿色低碳理念贯穿云数据中心运

营始终，推进政低碳企云服务，将节能技术融入城市建筑，在高层建筑屋顶铺设太阳能光伏，提高自然资源利用率，在门窗设计

上附加保温功能，增强建筑御寒与散热功能，降低能耗。 

(3)加速企业数字化转型步伐，赋能“新基建”绿色崛起新征程。 

首先，加强总体战略规划与牵引。企业数字化是一个长期且艰巨的过程，根据企业遭遇的病灶和发展目标，突出数字化转型

重点，做好顶层战略规划，分阶段分步骤推进。其次，重视技术应用和数据积累。加强数字技术在企业生产经营过程的研究，将

核心业务通过数字化手段连接起来，重视对数据资产的整理、加工、存储和分析，放大数据资产的应用增值能力，提高业务效率

和精准度，为企业战略、生产、产品、市场等提升支撑。第三，推进数字化平台建设。推进数字化平台与设备、软硬件、人员、

服务等各种产业链资源的整合，推进智能化在产业链全过程的应用与资源衔接，实现企业横向集成与纵向贯通，提升企业协同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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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能力。最后，内培外引，强化企业数字化过程人才支撑作用。随着企业数字化不断深入，企业对数字技能人才的需求日益扩大，

培养和吸纳一批具有数字技能的人才队伍，关系到企业数字化成败。一方面，加大对企业内部人员的数字技能培训，通过数字化

考核、定期轮岗、数字技术集中培训等方式，提高员工的数字化意识和相关技能；另一方面，积极利用外部渠道招聘或引进数字

技能人才，努力塑造人才成长和锻炼的环境，引得进人才，更留得住人才。 

(4)用好多样化环境规制工具，让城市与自然融合共生。 

地方政府在制定年度基建投资计划时应严格把关，强化污染惩治力度，警惕假借新基建之名，行污染之事，将碳达峰、碳中

和列入新基建项目考核评估体系，将设立生态环境专项投资资金用于建设生态设施，鼓励中小企业参与到新基建尤其是生态新

基建中来。实施渐进式环境规制政策，除个别极端环境污染企业外，采取分阶段环保目标专项行动，客观上督促中小企业绿色转

型。完善行业标准体系建设，做好碳排放测度工作，继续推动碳排放交易制度创新，发挥市场经济在资源配资中的决定性作用，

借助碳配额、产权拍卖等方式使碳排放产生的社会成本内部化，倒逼经济绿色转型。公众既是环境保护的直接受益者，也是环境

污染的承担者，应当应进一步宣传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丰富生态环境投诉举报渠道，引导普通市民、环保组织、新闻媒体等

广泛参与环境治理中来，倡导绿色消费和能源节约行为，对勇于发现或揭露环境污染经营活动的市民给予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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